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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執行能力*

鄞益奮**

新一屆特區政府以“傳承創新、共建和諧”為核心的施政理念，

致力於推進經濟適度多元、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創新政府管治體制，

建立一個更加富强、穩定、和諧的新特區。2010年3月份的施政報告

中，特區政府又以“協調發展，和諧共進”作為今年乃至未來幾年的

施政方向，受到市民的廣泛認同。然而，就如坊間有輿論所指出的一

樣，施政藍圖描繪得再好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政府能逐步落實相關

政策。

這就帶出了“政策執行能力”或者說“政府執行力”的問題。回

歸十年以來，好的施政構想未能落實，是困擾澳門特區政府的主要難

題。事實上，有些市民並不關心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很大程度上就

是因為以往的經驗告訴他們，施政報告所提到的政策主張和抱負，很

多都難以兌現和落實。最近，在落實“雙層社保”中所發生的“儲蓄

名單事件”，把長期在澳而沒有出境記錄的長者排除在中央公積金受

益名單者之外，再次反映出特區政府執行能力極待提升的內在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儲蓄名單事件”

反映政府執行力不高

雙層式社會保障是澳門特區政府檢討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借鑒

境外相關地區的經驗，回應社會訴求而提出的一項具澳門特色的社會

保障制度體系，由社會保障基金提供基本的保障，中央非强制公積金

提升較寬裕的保障，為澳門居民提供兩個層面的社會保障和養老保

障。應該說，儘管雙層社會保障仍然存在一些爭議，比如對不同收入

水準的市民依舊實行同一的供款比率，比如第二層的中央公積金對僱

* 本文於2010年7月2日“提升公共管治能力二零一零年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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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責任沒有清晰釐定等，但其基本取向受到社會高度的肯定，也就

是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升了社會保障的保障水準。特別是行政

長官崔世安在去年競選期間所提到的“全力支持無養老金和援助金的

雙無老人”納入社會保障基金的範圍，更是受到坊間的歡迎。畢竟，

一直以來，本澳養老金的覆蓋率不到40%，是澳門社會保障和養老保

障的發展的瓶頸。

雙層社保從2007年11月推出諮詢文本的時候，就受到社會的高

度重視。落實雙層社保的構想，也成為澳門人安居樂業的一項重要依

託。在普遍實行剩餘式社會政策模式的東亞地區，雙層社保的“較寬

裕”以及政府優先承擔的姿態，讓澳門人擁有了比香港人有過之而無

不及的社會福利。然而，正當澳門人為自己澳門人身份所享有的福利

而感到歡欣鼓舞的時候，社保資格認定上的疏漏卻給了當頭一棒，在

澳門居住了幾十年的長者由於長年沒有出境的原因被誤認為是沒有長

居在澳門而不被納入中央公積金的收益者名單。表面上看，這種工作

錯漏是由於特區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之間溝通不夠而造成的，其內在反

映的是特區政府政策執行能力不高的問題。

二、政策執行：不該疏忽的環節

在西方國家，政策執行長期以來是一個被忽略的環節，學界和從

政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制定能否協調各方利益、能否促進經濟發

展或社會穩定的方面，沒有考慮到政策執行的問題。直到20世紀70年

代，人們慢慢才發現，其實很多政策本身並沒有問題，而是政策執行

出現了扭曲、疏漏或偏差，造成了政策結果和政策意圖之間的偏離。

由此，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界興起了一場重視

政策執行研究的“執行運動”，政策執行問題由此受到廣泛的關注。

綜合國內外學者關於公共政策執行的研究，基本上從四個方面來

解釋政策執行力不高的原因。首先，政策制定本身科學化和民主化程

度的不足肯定會影響到政策執行的過程，因為政策制定如果沒有完成

科學論證和利益整合的使命，那麼在政策執行中就或者會出現違背事

物發展規律、脫離現實的弊端，或者會導致各方利益爭執不休，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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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執行過程陷入利益各方之間的討價還價中。其次，執行機構之間的

職能配置不清、職能交叉、部門利益等問題使政策執行主體難以明

確。第三，執行部門被管得太死，沒有足夠的權力和積極性來更好地

完成政策執行。最後，很多政策最終要社會團體幫助政府解决，政府

與社會團體、第三部門之間的關係是否融洽也直接影響到政策執行的

結果和成效。

以上幾個方面的內容可以用來作為分析澳門政策執行的基本架

構。首先，澳門政策制定在科學化和民主化方面依舊處於一個較為初

級的階段，實現政策制定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是提升政府執行力的基

礎。其次，雖然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比較重視跨部門合作的問題，

成立了一些跨部門工作小組，但“分割化的政府”、“部門化的政

府”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第三，特區政府的管治體制是一

種較為典型的官僚制和科層制，下級部門事無鉅細都要向上級部門和

主管層層上報，上級部門管得太多、太死，制約了下級部門的積極性

和能動性。最後，特區政府與社團有比較緊密的合作關係，然而仍然

需要進一步探索如何讓社團成為政府更好的幫手。因此，全面提升特

區政府的政策執行能力，可考慮從以下四個方面作重點的策略應對。

三、推進政策制定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在政策科學的發展軌跡中可以看到，“執行與決策兩分”的劃界

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在公共政策的實踐中，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

互相影響，不可分離。其實，政策執行過程中也需要政策制定，也需

要相關的執行部門根據具體的情境做一個决定。因此，政策執行部門

在執行既定的法律和政策的時候也要講究科學決策。就此來講，科學

決策不僅是特區政府要實現的使命，也是各級政府部門要完成的任

務。因為，任何既定的法律和政策都是靜態的，行動中的公共行政在

面臨複雜而多變的社會訴求的時候，就往往賦予了執行機構一定的自

由裁量權。這樣，任何執行部門都需要借助相關的專家論證、集體討

論、聽取民意之後作出決定，以更好地完成政策執行。在這方面，我

們欣喜地看到第三屆特區政府對於“科學決策”和“陽光政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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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這將為特區政府政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水準的提高創造了一種前所

未有的歷史機遇，也為政府政策執行能力的提升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

礎要件。

具體來講，當前特區政府提升政策民主化水準需要重點優化立法

行政關係，並著實完善政策諮詢制度。首先，優化立法行政關係。促

進立法行政的溝通和合作，改善立法行政的配合關係。這是矛盾的主

要方面，也是當前完善澳門立法行政關係的重點。立法會對於行政機

關的配合，雖然强調以行政長官為主，但體現的是立法會與行政機關

的互相配合。一方面，配合要以行政長官為主；另一方面，要講究立

法行政的雙向合作、雙向溝通，而不是立法會對行政機關單方面的配

合。這要求立法會和行政機關從對居民負責的態度出發，以公共利益

為軸心，優勢互補，各盡所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這種合作關係

可能是一種資源和權力不對等的合作，但絕對不是一種依附性的合

作，它追求的是合作雙方的平等對話。在完善配合關係的基礎上，

立法會不能放棄自身的監督和制約功能。實際上，監督和制約功能

如果正確處理，可以反過來强化政府與立法會的合作關係。鼓勵立

法會在基本法的範疇內合法地適度地擴權，用足用好基本法賦予的

權力，充分發揮對政府的監督功能，保證特區政府履行公共責任，

實現廉潔政府。

其次，完善諮詢制度，防止公眾諮詢形式化。在公眾諮詢的活動

中，既要避免公眾諮詢的意見不被吸納，也要防止對公眾的意見完全

聽之任之。要避免落入“公眾諮詢的意見是甚麼，政府的政策就是甚

麼”的陷阱。公眾諮詢的意見不等同於政府的政策產出，政府需要對

公眾諮詢的意見作出審慎的分析後決策和負責，政府要在與公眾的溝

通互動中出臺制度和政策，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特區政府可以從諮詢功能的分化入手，著眼於專家諮詢和公眾諮

詢的建設。一方面，完善諮詢機構的專業化，以專業化為核心價值改

革諮詢機構，提高諮詢機構的專業化水準。另一方面，成立一個統一

管理公眾諮詢的機構，規範公眾諮詢的公眾意見處理方式，加大公眾

諮詢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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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對當前諮詢機構的定位問題。

作為一個體制內的諮詢組織，希望其滲透社會力量，成為社會多元利

益表達的一個機構，似乎不太現實。如果說諮詢機構需要在專業價值

和民主價值之間選擇一個定位的話，那麼諮詢機構的專業化應該是更

為可行的發展方向。在這種情况下，可以剝離掉諮詢機構以前所承擔

的社會代表的功能，讓專業價值成為其核心的以至是唯一的價值，專

業性程度是選擇其成員的核心標準，致力於實現公共政策的科學化。

與此同時，組建一個統一組織管理公眾諮詢的機構，由其實現公

共政策的民主化。這個機構與當前屬於各個行政機關的地位不同，它

可以相對超脫於行政機構，其機構屬性可以定位於類似於新加坡民間

處理組一樣的法定機構。它是介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一個中立機構，

它的地位不同於當前的諮詢機構，它不屬於政府，可以更好地實現其

作為政府與社會的中介功能，搭建聯繫政府與社會的溝通橋梁。

在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學化方面，要致力於依靠制度化、程序化的

規則來決策，而不是簡單依靠個人的主觀偏好、情感判斷來決策。科

學決策不止於一種理念，而是需要有切實的制度加以保障。從當前澳

門的實際來看，科學決策的實現主要體現在專家諮詢制度的建立和完

善上。專家諮詢制度冀望於澳門的各類智庫的建設，包括政府的、高

效的和民間的智庫。新一屆特區政府承諾建立政府體制內部的智庫，

並且改變原來智庫專職研究人員不足的缺陷，表示會增加專職的研究

人員。因此，未來特區政府專家諮詢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整合

現有的各類智庫建設，保持政府智庫和民間和高效智庫的親密合作。

首先，政府可以考慮在政府智庫中建立兼職研究人員制度。臨近

地區的政府研究機構中，除了專職人員以外，一般都需要配有兼職研

究人員，政府可以經常向他們諮詢政策意見。例如，香港的中央政策

研究組就有60位兼職研究人員，提供一個較大的專家諮詢隊伍。專家

的諮詢中，需要注意的是要根據政策領域的具體特點選擇多角度、跨

學科的多個專家給與意見建議，避免政策的出台局限於單個學科和單

個專家的視野，同時需要運用包括頭腦風暴法等在內的各種現代決策

方法，使得各個專家的意見能夠形成匿名性的交流和互動，最大程度

上尋求一個全面和深思熟慮的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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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推行和規範政府決策諮詢合同制度。特區政府面臨從

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到公共行政、區域合作的大量研究任務，單獨依

靠政府智庫的研究人員是無法完成的，一部分課題仍然是需要通過公

開招標的方式外交給相關的研究團隊來進行。為此，政府需要對原有

的課題合同外交制度進行檢討和完善，加强對課題品質的跟進和評

估，確保課題的品質。

最後，需要確定哪些政策問題需要召開專家的座談會，那些需要

召開論證會，那些需要開聽證會。這是因為，不同形式的諮詢的功能

是有所差別的，必須根據不同政策問題的性質加以確定，同時從法律

程序上加以規範。“通常， 論證會是專家進行論證， 論證結果反映專

家的專業技術意見， 比較偏重於科學化； 而聽證會體現了多方參與意

見的特點， 聽證結果反映的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呼聲，呼聲的大小往往

取決於利益群體數量的多寡，比較偏重於民主化”。1

四、理清部門間關係，促進跨部門合作

職能改革是當前澳門特區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內容，政府必

須優化職能配置，加強跨部門協調，採取有力措施消除“政出多門、

各自為政”的現象，理順民政總署的職能是特區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的

關鍵。

由於回歸前後行政架構的延續性，部分公共部門職能仍然重叠，

影響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亦成了澳門特區政府公共服務改革的難

點。雖然當局多年前推出“一站式”服務，加强部門溝通及提高公共

服務的效率，但實質上未能解決職能配置上交叉重疊的問題。改革思

路應是重新劃分職能，在相關的政府部門之間轉移劃撥職能，實現行

政架構的“結構性、功能性的徹底革新”。

與此同時，需要承認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部門主義”或“山

頭主義”在澳門也是存在的。由於部門利益的存在，“部門主義”在

1. 張穎春、李國旗：《實施政府決策專家諮詢制度的問題與對策》，載《中國黨政幹部

論壇》2009年第6期，第30-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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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國家和地區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居民接觸

的並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政府，而是部門化的、分割化的政府。

在澳門，“部門主義”被俗稱為“山頭主義”。特區政府內部充

斥著各種性質的政府部門，從一般部門到各種自治機構、項目組，林

林總總，十分複雜。這些機構的屬性界定有歷史、現實各種原因，而

且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某種程度上看，這種屬性界分也有利於政府

控制成本和規模。然而，這種過於精細的機構屬性界定，卻極有可能

使各個部門之間由於機構屬性的不同而自然而然形成隔膜。加上由於

各個部門的人員編制和合同五花八門，滋生不同機構人員之間權利的

不對等，就容易造成不同屬性部門之間相互攀比的情況。

跨部門工作小組是特區政府在面對一些需要幾個部門共同完成的

任務而提出來的一個對策，協調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行動。然而，由

於跨部門工作小組沒有實質性的協調權力，對各個部門不構成約束

力，跨部門工作小組在推動部門合作的成效是有待商榷的。在跨部門

合作的問題上，西方國家在建構“統一政府”和“協同政府”的時

候，比較通行的做法是由設立一個有實質性權力的部門來進行協調，

另外就是強調就是要加強溝通，培育信任。就目前澳門公共行政來

講，跨部門工作小組的確可以加強和促進部門間的溝通，但長期來講

需要著力培育各個部門之間的互相瞭解和信任，在這個過程中，建立

一套各部門人員之間公平合理的治理體系，減少或消除部門主義，就

顯得格外關鍵。

五、宣導“適度分權”

應該講，澳門公共行政體系還是一種典型的等級官僚體系，信奉

“過程導向”和“控制導向”。眾所周知，“官僚制”是上個世紀席

捲全球的行政改革運動的矛頭所向，各國政府紛紛對官僚制那套“高

度集權”、“按章辦事”的僵化體系進行批判和改良，引入“分權

化”的設想，提倡“結果導向”，釋放執行部門的能量，使得下級能

够迅速回應社會的需求而不需要層層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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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年以來，在各種法律法規等充斥的“理性鐵籠”下，特區

政府辦事緩慢，效率低下。就此，有評論指出，由於對原來葡國官僚

體制的繼承，澳門政府行政效率在兩岸四地之間最為低下。批評者也

指出，回歸以來行政改革效果不彰，行政法務工作原地踏步。然而，

需要意識到的是，回歸十年以來，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並沒有觸動原

來的官僚制，這就决定了在官僚制“鐵籠”框架下的改革很難有根本

性的突破。在崇尚“依法施政”的澳門特區，每一步改革都要遵守相

關的法律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很多好的改革設想都在“鐵籠”

之外，使得行政改革往往佈滿雷區，寸步難移。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澳門如果繼續堅守官僚制的傳統治理體系，

與澳門的國際城市、世界城市的定位似乎是不相對稱的。因此，特區

政府可以考慮借鑒國際公共行政改革的通行做法，轉換思路，突破原

有的法律規定，引入“分權化”的理念，至少把一些事務性的、例行

性的事務從上到下進行分權、放權，釋放基層的能量。進一步分清權

責關係，完善當前的授權機制，特別是加大各局級領導的權限，使行

政首長和上級領導能够集中精力處理重要事務，同時使領導和主管能

夠有效開展公共管理的活動，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與此同時，逐步廢除一些不必要的、過時的行政程序，給基層機

構和人員以更大的自主權。在分權制的設計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是

落實“權力和責任相一致”、“授權不授責”的原則，從而改變當前

澳門政府為公眾所詬病的“上級權大責小，而下級權小責大”的不合

理現象，實現靈活型的政府，使政府能够及時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

同時靈活機動地處理社會各類突發事件，提高行政效率和執行效率。

六、優化政府與社團的夥伴關係

從國際視野看，政府的執行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寄望於政府和民間

之間形成平等互動的合作關係，民間社團依據自身的優勢資源，幫助政

府執行政策，實現政府的施政目標。這種合作關係的形成是基於政府和

民間之間由於資源稟賦等的不同所形成的，其本質是一種“各盡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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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施其職”的相互依賴關係，它要求政府和民間社團各自從自身的優勢

出發，確定合理的分工，共同履行好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

當前澳門特區的社團發達，澳門擁有3,000多個社團，是社團文化

高度發達的地區之一。澳門社會也由於社團數量眾多的原因而被稱為

“社團社會”。同時，與澳門社會數量繁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澳門

的公民社會並不發達，甚至有人認為澳門並不存在公民社會。對此悖

論的解釋是，澳門社團與政府的關係過於親密，社團無法履行公民社

會監督政府和約束政府的功能。

從政府政策執行的角度看，我們要關注的是政府與社團親密的關

係能否有助於提升政府執行力的問題。從澳門當前的實際情況看，一

方面，政府和社團的親密關係對提升政策執行能力有正面的支持作

用，使得政府的政策有民間的紮實支持；另一方面，目前澳門社團在

“優勢互補、各施其職”方面仍然存在較大的完善空間。例如，在社

會福利服務提供方面，從回歸之初的情况看，政府和民間福利機構缺

乏有效的溝通合作。“一方面，雖有溝通和合作，但未取得應有的效

果，民間福利機構最瞭解市民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服務需求的優勢還未

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民間福利機構如何接受政府的財政資助也無章可

循。另一方面，民間社團和福利機構眾多，雖然有些團體充當著協調

者的角色，但從總體上看，民間社團和民間福利機構彼此獨立，各自

為政地向民眾提供社會福利服務，造成了社會福利服務專案與內容的

重複現象和不協調現象，從而有礙於社會福利向深層方向推進，客觀

上影響了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的整體效果”。 2

就目前來看，澳門社團承擔社會責任、提供社會服務的能力也仍

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許多社團的活動過於形式化，個別社團甚至被

稱之為“掛羊頭、賣狗肉”，社團的活動缺乏績效評估。在社會保

障、社區服務、社會工作等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領域，社團的能量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很多社團在專業能力等方面無法給政府更多的支

援，無法和政府形成強而有力的互補關係。為此，政府必須加强社團

管理的工作，規範資助制度，實行社團活動的績效評估，確保社團善

2. 吳傳清：《澳門社會福利制度的特點、缺陷及其發展趨勢》，載《經濟前沿》1999年

第9期，第28-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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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府的資源，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由此，未來特區政府在優化政

府與社團的夥伴關係方面，除了要鞏固政府與社團的親密關係外，更

要突現社團在政策執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從政府到社團順暢的執

行網路，重視培育社團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使社團成為政府施政更

好的幫手和助手。

七、結語

回歸十年以來，特區政府提出了很好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構想，銳

意實行公共行政改革，但與廣大市民的期望仍有一定的距離，特區政

府的施政效率及效益仍然有待提高。提升特區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

力，是未來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標。新一屆特區政府，需要在

既定的基礎上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在重塑公共行政的理念的同時實行

公共行政的制度創新，提高特區政府的行政效能，加强公眾對於政府

的信任。


